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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三次分配攸关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决定着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现有相

关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对此，文章基于性善论、忠恕思想和等差之爱构建

了第三次分配的儒家思想理论架构；基于天道均平观、德性观、周穷救急观和善恶报应观构建了第三次

分配的道家思想理论架构；基于缘起观、慈悲观和因果业报观构建了第三次分配的佛家思想理论架构。

在此基础上，围绕异同之辩与是非高下之争，阐明了儒道佛在“劝善”“乐善”功效上的同归和“行善”方式

上的殊途。研究揭示了第三次分配中可采取的最优战略：既能够秉承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平

等、包容，又具有当仁不让的主体意识和脚踏实地的现实路径。文章试图构建本土化的分配理论，提出

等差之爱与平等之爱的对比矩阵，对儒道佛思想进行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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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全面

小康》白皮书指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过去10年间，基尼系数

虽呈总体下降态势，但仍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当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

也证实了这一问题。它将2020年被调查家庭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五等份，其中20%的高收

入家庭占有国民可支配收入的46.68%，而20%的低收入家庭这一占比仅为4.57%，前者是后者的

10.21倍。

为此，习近平（2021）总书记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相较于学术和实践界已然熟悉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开始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刘鹤（2019）将第三次分配定义为“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

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要言之，第三次分配既是一个经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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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更是一个政治、社会和伦理命题。它直接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公平

正义和伦理的公序良俗，从而攸关“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使命，进而决定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具

体而言，第三次分配可被依次称为“无形之手”“有形之手”“道德之手”。“无形之手”依赖市场规

律进行财富的初次分配（岳希明等，2021），天然会出现“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

章》）的马太效应。而“有形之手”依赖政府力量进行财富再分配，虽能缓解财富极化，然而“有

形之手”并不是“万能之手”，难免有缺位、越位和错位之处，比如出现财政致贫问题（解垩和李

敏 ，2020） 。 因 此 ， 凭 借“无 形 之 手”和“有 形 之 手”并 不 足 以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 江 亚 洲 和 郁 建 兴 ，

2021）。此时，第三次分配作为“道德之手”可以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并紧握“有形之手”，

合力减少“无形之手”带来的贫富差距，达到“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德经 •第四十二

章》）的平衡。最终三只手“手牵手”统筹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兼顾效率与公平，保障社会发展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目前，学术界主要将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提供了诸多建设性观

点（李实和朱梦冰，2022；杨小勇和余乾申，2022）。然而，研究尚有以下局限：其一，缺乏系统性

理论框架。当前的分配理论主要是针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构建的，已经形成了边际生产力理

论、剩余价值理论等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尚处探讨其背景、内涵、范畴、

策略等的起步阶段，研究较为零散，理论基础仍十分薄弱（白光昭，2020）。其二，缺乏对中国文

化的关注。然而，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它是在特殊历史时

期，为解决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

进行利弊权衡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问题”需要“接地气”的“中国方案”，该方案也可

为“世界问题”提供独特的解读和解法，与此同时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而第三次分配本

身亦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概念”，是中国学者厉以宁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鉴于以上局

限，本研究探讨了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渊源及融通。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助于构建

本土化理论，缓解新理论发展停滞的困境（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王馨和李平，2017）；另

一方面可以为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政策实践提供支撑和指引（王名等，2020）。

本研究首先分别构建了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理论架构；随后阐明了在推进第三次分

配中，儒道佛均有“劝善”和启迪“乐善”的作用，但也有差异化的“行善”方式。研究揭示了既能

遵循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又能唤醒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并开辟参与的现实路径是第三

次分配中可采取的最优战略。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是：第一，帮助构建本土化的分配理论，

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

色”的号召。第二，构建等差之爱与平等之爱的对比矩阵，对儒道佛思想进行了历史延续与时代

更新。在文化传承中，民众既要礼赞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需严格审视和超越传统文化。因

时而变、因势而变才能“继往圣，开来学”（《朱子全书•道统一•周子书》），同时启发民众的文化

自觉，建成文化强国。

二、  第三次分配的儒家思想渊源

“孔子贵仁”（《吕氏春秋•不二》），儒学以仁为核心。本研究将仁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儒学根

基，原因有二：其一，仁者“从人二”（《说文解字》），仁学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与人文精

神（陈梦熊，2019），第三次分配的主旨亦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其二，仁为“全德之名”，即

“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蔡元培，1910），与第三次分配“道德之手”的本质相契合。“仁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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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子认为“仁者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

爱”（《荀子•子道》）。自爱可解为在爱人中对爱

己的升华。性善论、忠恕思想、等差之爱不仅沟

通了爱己与爱人的完整脉络，而且对其两端进

行了有序延展。因此，本研究以仁为统摄，基于

性善论、忠恕思想、等差之爱构建了第三次分配

的 儒 家 思 想 理 论 架 构 ： 性 善 -爱 己 -“亲 亲” -“仁

民”-“爱物”，见图1。它为第三次分配开拓了一

条“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不断外推的实践

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一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的心灵之旅。

（一）性善论

孟 子 主 张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 《 三 字 经 》 ） ，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 不 下”（ 《 孟 子 •告 子 上 》 ） 。 性 善 具 有 普 遍 性 ，

“非 独 贤 者 有 是 心 也 ， 人 皆 有 之”（ 《 孟 子 •告 子

上》）。性善是向善的逻辑基础（董卫国，2019）。

然而，先天禀赋并不能完全决定后天表现。对于

水流，若“搏而跃之”“激而行之”，则可改变其顺

势而下的本性。孟子诘问：“是岂水之性哉？”他自答道：“其势则然也。”因此，善是“操则存，舍

则亡”的。所谓“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只有专注修身，先天的本善之心才“能勿丧耳”，继而后天

的向善之路才能开启。“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修身是每一

社会单元都应重视的道德实践，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二）忠恕思想

儒家将“忠恕”作为“一以贯之”之道（《论语•里仁》）。此处“贯”可有两层理解：其一，连贯。

忠恕之道，一言以蔽之：“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礼记 •中庸》）。就逻辑而言，“忠”是

“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中心”“正心”，“忖我以度于人”的“如心”才有意义。可见，忠恕“连

贯”的是己与人，缩小到仁的范畴内，则是爱己与爱人。爱己是向善之路的起点，其核心方式是

“修身”。由爱己发端，外推到爱人则是向善之路的开显与通达。忠恕的连贯性保证了仁之思想

的系统性。正因推己及人，个体才会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产生己溺己饥的同理心，从而以

解除人民疾苦为己任，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其二，贯穿。《卫灵公第十五》载：“子贡问曰：‘有

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就整体而言，忠恕本为一体，“及至恕时，忠行乎

其间”（《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忠恕的贯穿性保证了仁之准则的一致性。正是由于始

终如一，个体才能在第三次分配中确立长期、稳定、明确的战略目标。

（三）等差之爱

与西方契约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仁是建立在宗法社会人伦关系之

上的（肖瑛，2020）。因此，从爱己发端来推己及人的过程中，首先“及”的是“亲”。“亲亲”是“仁者

爱人”的发轫，“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亲亲”能够达到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的齐家结果。由此，爱己到“亲亲”也是修身到齐家的过程。

“亲亲”只是仁者推己及人的第一个“中点”，而远非“终点”。《孟子•尽心上》载：“亲亲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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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三次分配的儒家思想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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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推亲及疏”是继“推己及人”后又一重要的“仁之方”。推亲及疏之法简单易行，“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达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的和谐治世。由此，从“亲亲”到“仁民”也是齐家到治国的

过程。

“仁民”亦是仁者推己及人的又一“中点”，“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继“推己及人”

和“推亲及疏”后，“推人及物”成为仁道大而廓之的又一“仁之方”。“爱物”即仁爱宇宙万物，它

使第三次分配的主题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而是万物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平衡。从“仁

民”到“爱物”也是治国到平天下的过程。天下是全球甚至宇宙，“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

而为天下”（《六韬•武韬》）。爱物则“能尽物之性”（《礼记•中庸》），从而“与天地参”（《礼记•中

庸》），进而实现“天下归仁”（《论语•颜渊》）。

（四）儒家思想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性善-爱己-“亲亲”-“仁民”-“爱物”的逻辑链条如此自然简明，揭示了一种似乎不证自明、显

而易见的常识；该链条又如此缜密，揭示了一种环环相扣、大而廓之的“仁”之进路，其中结点

缺一不可，次序不容颠倒。沿着该链条，个体铢积寸累，逐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生理想。该链条极具可伸缩性：得志则“进可攻”，即“兼善天下”；不得志也“退可守”，即“独善其

身”（《孟子•尽心上》）。具体而言：低收入群体至少应“独善其身”，采取“君子以自强不息”（《周

易•象传》）式的锐意进取，而非“躺平”。原因在于：第一，帮助“躺平者”将扭曲第三次分配的信

号机制，向其他求助者传递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信号，纵容、培养更多“懒汉”。第二，帮助

“躺平者”将扭曲第三次分配的激励机制。它将挫伤潜在施助者的公正感，降低其后续帮助意愿

（Lee 等，2014）。进一步，当为数众多的“躺平者”混淆视听，使潜在施助者难以判断求助者的应

得性时，他们会选择一视同仁地“捂紧口袋”，从而导致“劣币逐良币”，最终伤害进取型求助者。

第三，帮助“躺平者”将扭曲第三次分配的福利机制。基于资源基础观，用于社会福利的财务、

信息、影响力等资源是有限的（Huang和Knight，2017）。人们希望最优配置福利资源从而“真正

改善世界”。若受助者一味“躺平”，而不“自立”“自力”，援助亦将徒劳无益。正如《孟子•告子上》

所载：“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高收入群体则应尽力“兼善天下”。企业家作为典型的高收入群体，是造福社会的中坚力量

（Rodell等，2020），也是决定收入分配平衡或失衡的关键（Farber等，2021）。通过“兼善天下”，企

业家可同时获得“内圣”与“外王”，达成内在道德品质和外在社会影响力的统一。从“内圣”角

度，孟子提出思与行之道（王开元，2021）。“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企业家若

“弗思耳矣”“放其心而不知求”，则易趋为富不仁（《孟子•告子上》）。思的重点在于摆正“大体”

（人心）和“小体”（感官欲望）的位置，秉承养心为先的秩序，做到“先立乎其大者”“无以小害

大”，才能“其小者弗能夺也”。基于此，企业家不应囿于纯粹的逐利中而迷失本心，以致本末倒

置、因小失大。有“知”后还须“行”，才可知行合一。行善其实非常简单，“亦为之而已矣。”只要

“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则“人人皆可为尧”（《孟子•告子下》）。从“外王”角度，“兼善

天下”契合福利经济学派的观点。通过加入“社会舞台”，企业家也可获得相应的地位、影响力和

尊重，“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礼记•中庸》）。

三、  第三次分配的道家思想渊源

道家“尊道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道”是宇宙运行的最高法则：“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尊道、循道、辅道即为有“德”，它规范了人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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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运转的秩序。而第三次分配着眼于分配秩序

的构建。归根结蒂，三者均以秩序作为出发点和

归宿，这是“道”“德”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道家思

想根基之由。鉴于“道”是一种涵盖面极广的宽

泛法则（陈霞，2016），本研究以分配公平为导向

将天道均平观纳入分析。同时，形而上的“德”较

为抽象，而周穷救急观和善恶报应观由于其通

俗、直接的教义在公益慈善范畴内具有广泛且深刻的民众基础。因此，本研究从天道（天道均

平观）、人道（德性观）、人道的通俗生发（周穷救急观、善恶报应观）构建第三次分配的道家思

想理论架构，见图2。

（一）天道均平观

天道均平观认为天道公正无私。天降甘霖时能自然平均播撒，并不厚此薄彼，“天地相合，

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第三十二章》）。天道均平亦如弯弓射箭，“高者抑之，下

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道均

平亦可见于苍天、大地对万物的包容、托付，“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庄子•德充符》）“天无私

覆，地无私载”（《庄子•大宗师》）。

（二）德性观

“古之真人……以德为循”（《庄子•大宗师》）。德性观规范了人之道，人之道应取法天之道，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人道法天道可达三重境界：其一，返璞归真，

万物规律运转的自然境界，“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道德经•第三十二章》）。由此人民

安居乐业，自然地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其二，“天人合于道”的和谐境界，“夫明白于天

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

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 •天道》）。由此社会矛盾消解，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并怡然自

乐”（《桃花源记》）。其三，万物一体、命运共同的至臻境界，“天地人民万物，本共治一事，善则

俱乐，凶则俱苦，故同忧也”（《太平经•第五十三卷》）。由此个体将致力于提升整体社会福利，

“共爱利之”（《太平经•第四十五卷》），善待他人、万物、自然如同善待自己。

（三）周穷救急观

周穷救急是道家的财富观。（1）财富的来源。“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财富本身是天地中

和而来，并非单凭一己之力创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先富”更多借助了时代、政策的红利，个人不应贪功居功。（2）财富的所有权。富人只是受

命于天临时保管财富，如其违背天道，只知聚敛财货为己有，则如“仓中之鼠，常独足食”，将

“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天地和气为仇”“罪不除也”。（3）财富的使用权。“少内之钱财，本非独

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4）财富的用途。“中和有财，乐以养人。”因此，高收

入群体作为财富的临时保管者，理应将由天地中和而来的财富用之于民，周穷救急（《太平经•

第六十七卷》）。

（四）善恶报应观

善恶报应观通过强调行为与后果的对应关系来劝善抑恶，“善者致善，恶者致恶”；并且此

对应关系是“自然之术，无可怪也”（《太平经•第一百八卷》）。然而现实中，行为与后果很难有

此明确的正向对应关系，有时甚至会反向对应。譬如，民间俗语：“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对于理论与现实的相悖，道家进一步提出“承负说”来自圆其说。所谓承负，“承者为前，负者为

天道均平观

德性观

周穷救急观 善恶报应观

 
图 2    第三次分配的道家思想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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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太平经•第三十九卷》）。据此，善恶将触发代际效应，先人善行将恩泽子孙，恶行则会殃及

后人。

（五）道家思想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道家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搭建了天道均平观、德性观、周穷救急观、善恶报应观的理论架构，

帮助解析了第三次分配的动因和受益范围，公平原则，定位及自利和利他兼顾的双重向度目标。

天道均平阐明了第三次分配的动因和受益范围。“损不足以奉有余”是一种内在不稳定的

分配模式。若大多数人由于给少数特权阶层提供利益而遭受苦难，那么多数人就很可能去寻求

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替代配置（Askland，2002）。市场机制是造成内在不稳定的要因，完全遵循效

率原则必然会使利益分配、积累到有限个体手中。因此，尽管市场机制作为经济运行的核心机

制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它依然需要被政府机制和社会道德机制所约束、调和，此即第三次分

配的本质动因。并且，社会稳定的隐含假设是：必须有足够多的人从当前的分配模式中受益，

从而使大多数人关注当前模式被破坏的风险，而非试图在其他分配模式中寻求更多的利益。因

此，在一种可接受的分配模式下，受益面应足够大，甚至上升到全体人民。

德性观启发公众在第三次分配中应遵循公平天道，公平贸易运动即为一典例。在传统贸易

活动中，大部分销售利润流向批发商、零售商、市场营销者和投机者，只有很少一部分流向了

农民。此时，交易的互惠互利就出现了问题，很多农民陷入贫困，甚至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成

本。公平贸易致力于帮助解决贸易负担和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它绕过剥削性的中间商，直接

与农民合作，削减成本并将更大比例的零售价格返还给农民（Aguinis和Glavas，2019）。基于此，

农民的经济条件首先得到了直接改善。通过玉米加工厂等援建项目，农民的社区条件也得到了

全方位提升。农民生产力、附加值、创新程度随之大幅增长，合作者因此获益匪浅，良性循环自

然发生。周穷救急观申明了财富的本质和经济学的归宿，帮助我们找到了第三次分配的准确定

位。Kohls和Christensen（2002）指出，经济是嵌入社会规范中的，而不是独立于社会规范的。财富

的本质是服务于善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伦理学（Booth，1994）。由此，我

们将第三次分配定位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善恶报应观基于“种善因，得善果”的简单逻辑展开，体现了东方朴素的互惠主义观念，从

施助者的角度阐释了第三次分配自利与利他兼顾的特点。事实上，纯粹自利和纯粹利他的观点

只是对人类复杂自然属性的极端简化（王汉瑛等，2018；Breeze和Wiepking，2020）。自利和利他

兼顾的双重向度目标才可导向“可持续的善行”。

四、  第三次分配的佛家思想渊源

佛家以慈悲为怀，视慈悲为最高道德准则（彭瑞花，2020）。慈悲旨在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与第三次分配的目标相统一，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缘起观是慈悲的哲学根基。因果业报观则是佛家慈善体系中潜在的价值规约和支配法则，与慈

悲观相互支撑。要言之，缘起是诸善之本，慈悲是诸善之王，因果业报是诸善之乡。因此，本研

究以缘起观为哲学基础，以慈悲观和因果业报观为支柱构建第三次分配的佛家思想理论架构，

见图3。

（一）缘起观

“云何为缘起？”佛陀
①

如是说：“初谓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缘起经》）。万物因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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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缘生发会使另一缘随之生发，一缘寂灭也

会使另一缘随之寂灭。

从缘起的本质延伸，“未曾有一法，不从因

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中论•观四谛

品》）。佛家常讲“四大皆空”（《四十二章经•第二

十章》），“四大”是构成世界的地、水、火、风四

大元素。基于此，一切“名相”诸如珍宝财富、功

名 利 禄 皆 为 虚 妄 ， 万 物 平 等 ， 并 无 高 低 贵 贱 之

分。性空观的平等论是慈悲的基础之一。

从时间维度对缘起进行延伸，宇宙间万事万物皆因缘而起，缘尽而灭，缘起缘尽，生灭无

常。无常即世间诸法都会经历成、住、坏、空，终归于灭坏。
①

正如《金刚经 •第三十二品》所述：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无常是苦的根源，因为人性中有追求恒

常、圆满的倾向，譬如奢求青春常驻、腰金衣紫、财富绵延。在无常之下，一切“名相”不仅虚妄

不实，而且转瞬即逝。无常是慈悲的基础之二，因为无常，所以“众生皆苦”，才需以悲天悯人的

慈悲之心渡之，“众生罪恶深可怖，于百千劫不见佛，漂流生死受众苦，为救是等佛兴世”（《华

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三》）。

从空间维度对缘起进行延伸，在一刹那，无数缘起链相互交织成宇宙的大缘起网，其中万

物互联共生。能悟及此，便可“感而遂通天下”（《周易•系辞传》），意识到利他即利己，损他即自

损。全息观是共生观的进一步哲理性阐发。它认为宇宙中的任一微小部分都蕴含着整体的信息

和运行法则，“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祖堂集•归宗和尚》）。既然一念中具三千法界，则万

物都应被尊重敬畏（《摩诃止观•卷五上》）。基于全息共生，佛陀升起“同体大悲”之心（《摩诃止

观•卷六上》），全息共生是慈悲的基础之三。

（二）慈悲观

“菩萨发心，慈悲为首”（《发菩提心论•劝发品》）。分言之，慈指“爱念众生”之心，“大慈以喜

乐因缘与众生”（《大智度论•第二十七卷》），惟愿“一切世间咸慰安”（《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

之三》）；悲指“愍念众生”之心，“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智度论•第二十七卷》），惟愿“世

间忧患悉使除”（《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二》）。合言之，慈悲指利益众生之心，实乃一体两

面，“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法华经•譬喻品》）。慈悲为怀者，不仅有慈悲

之心，而且有慈悲之行。慈悲之行的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布施即施予众生恩惠，爱

语即善言抚慰众生，利行即为众生利益服务，同事即与众生同甘共苦。在第三次分配中涉及的

慈悲之行不仅包括外财施（捐赠财物），更包括内财施（为公益项目的提质增效提供专业知

识）、爱语（对受助者进行安慰和鼓励）和利行（志愿服务）。

（三）因果业报观

因 果 描 述 了 宇 宙 运 行 的 自 然 法 则 ： 个 体 行 为 会 在 其 随 后 的 生 命 历 程 中 获 得 相 应 结 果

（Kopalle等，2010）。因果本身并不涉及奖惩，它只是重新平衡了由个人行为所影响的宇宙能量

（Kulow和Kramer，2016）。牵动因果两端的是业与报，业为因，报为果。《楞严经•卷一》载：“一切

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佛家阐释了“造业”-“业力”-“业报”的逻辑关

系，“造业”会在时空内引发能量改变，成为“业力”，最终带来“业报”。将效价与时间结合，行善

缘起观

因果观

业报观

性
空
观

无
常

全
息
共
生

慈悲观
两大
支柱

诸善之本

诸善之王诸善之乡

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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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在今生获得善报，或者在后世进入人道、天道中；作恶业则会在今生招致灾殃，或在后世

堕入畜生、饿鬼、地狱道中。并且，业与报的关系具有必然性（林志刚，2012），“不思议业力，虽

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脱”（《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第四十六卷》）。因此，因果业

报观切实勉诫人们自律向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①

（四）佛家思想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正因平等、无常、全息共生，所以从佛的角度审视众生，能够“慈爱众生如己身”（《大宝积经•

第八十五卷》）；从众生的角度审视佛，可见“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大般涅

槃经•第六卷》）。有佛性者，皆可成佛，此即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禅意所在。一方面，第三次

分配的施助者并不局限于高收入群体和非营利组织，其他群体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

相应责任；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的受益面不应局限于“一隅”与“一时”，而应着眼于“全局”与

“大势”，致力于全球总福利的持久提升。综上，第三次分配应当是一场“人人奉献，人人受益”的

社会运动（白光昭，2020；李实，2021）。“人人奉献，人人受益”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

权利与义务对等性。在科技向善理念下，当前“指尖公益”的模式为人人参与提供了良好契机。

借助移动终端，参与者可便捷实现“一键捐赠、物资直送”（王汉瑛等，2020）。

慈悲之行的四摄法揭示了，第三次分配远不限于解围纾困式的慈善捐赠（外财施），其主题

更深刻，标的更多样化。主题方面，相较于输血式的“授人以鱼”，造血式的“授人以渔”应得到更

多关注。普惠性金融、教育投入，“双碳”目标下自然资源的优化、升维利用等，可从根本上促进

落后、高污染地区的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Bayer和Charles，2018）。标的方面，物质分配与精

神文明并重，内隐知识、技能、洞见、影响力等是比物质更为稀缺的资源（刘培林等，2021）。

因果业报观与道家的善恶报应观相似，而前者更有宿命感。人们常行善来进行“因果投

资”，以求得余生或后世的善报（Converse等，2012）。此外，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是一种“共业”，

它带来的善报也是一种“共报”。即人人参与可发挥合力，人心齐则泰山移，“多助之至”则“天下

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与恩格斯的“意志合力论”不谋而合。

五、  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融通

在第三次分配下，儒道佛各自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深刻启发、影

响着国人的思维与行为。在聚讼纷纭中，三种思想体系又不可避免地碰撞、沟通、杂糅，焦点无

外乎异同之辩。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其“术”相异但其“道”相同。正如庄周梦蝶，时而“栩

栩然胡蝶也”，时而“蘧蘧然周也”，不知是“周之梦为胡蝶与”还是“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周与蝴

蝶其形相异但其神相同（《庄子•齐物论》）。

（一）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之“同”
自其同者视之，儒道佛在“劝善”“乐善”方面是“道通为一”的。“通则同，同则一者”（《杨氏

易传•卷十三》）。正因其“通”与“同”，三者才能够“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共同推进

第三次分配。

首先，儒道佛均具“劝善”作用。从社会规范视角看，儒道佛对民间伦理道德作出了规范。儒

家以仁为本，劝人秉性善而循向善之路，“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道家劝

人法天道，执守慈爱法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

第六十七章》）。佛家以慈悲为怀，劝人行善积德，“如来希有大慈悲，为利众生入诸有，说法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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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令成就，此目光天所了知”（《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二》）。此外，“劝善”而非“逼善”也契

合第三次分配的自愿性特点。

其次，儒道佛还有启迪“乐善”的作用。从价值共创、积极互惠、消极互惠视角看，第三次分

配都是一种“自利利他”（《佛遗教经•众生得度》）式的分享共赢，而不是“劫富济贫”式的剥夺。

从价值共创视角，第三次分配帮助企业家寻找社会创业契机，做大价值的“蛋糕”（Estrin等，

2016）。从积极互惠视角看，“做好事”会同时赢得外部和内部奖赏。从消极互惠视角看，贫富进

一步分化将引起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家国情怀和大局意

识的缺失必将使身处其中的高收入群体有倒悬之危、累卵之急。儒家有“里仁为美”（《论语•里

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之辞；道家有“美行可以加人”（《道德经•第六十二章》）“圣人

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之论；佛家有“若自饶益，亦

饶益他，饶益多人……求安隐快乐者，此人于彼人中极为第一”（《中阿含经 •卷一》）之偈。此

外，“乐善”而非“伪善”也契合第三次分配的自觉性特点。

（二）第三次分配的儒道佛思想之“异”
儒 道 佛 的 差 异 主 要 体 现 在 “行 善”方 法 上 ，

儒家认为爱有等差，而道佛主张爱无等差。自其

异者视之，难免有是非高下之争。譬如道家认为

“道德”在“仁爱”之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

仁”（ 《 道 德 经 •第 三 十 八 章 》 ） 。 儒 家 则 认 为“道

德”是空谈、无实，“无实便于己不切，即非心德”

（《读四书大全说》）。然而，是非高下之争实无

必要，因为绝对的是非高下并不存在，非要争论

出一个结果必然会陷入二元对立的误区，“是非

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即便

分出胜负，那也可能是言语巧讷所致，“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庄子•齐物

论》）。究其本质，从“反者道之动”的角度看，是与非、高与下、批评与赞扬是对立统一、相互依

存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据此，本研究建立了

儒家等差之爱与道佛平等之爱的对比矩阵，见图4。要言之，主体意识存在和缺位关注“谁来分

配”；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关注“分配给谁”；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关注“如何分配”；弱人类中

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如何匹配”。

1.等差之爱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儒学属于弱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洪修平，2021），体现了“天

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的优越感。在人本位的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下，人类对万物

的道德关怀采用了“以我观物”而非“以物观物”的视角。“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

而明，情偏而暗”（《邵雍集》）。这种“一厢情愿”的关怀方式易使第三次分配中的资源与需求

错配。

将物我关系收缩到人己关系，忠恕之道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根本出发点是“己”

而非“人”。当今社会的人己关系更强调感知和尊重他人（田一等，2021）。由此“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有了差异化的生发：其一，己所不欲，而人所欲者，施于人。如“旧衣捐赠”中，旧衣虽是

“己所不欲”，但也是资源匮乏地区的“人所欲者”，将其“施于人”是资源的合理流转、再利用。其

二，己所欲者，亦人所欲者，施于人。如“救灾”中，金钱与物资是全人类共需的资源。其三，己所

欲者，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次分配的实施主体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喜好强加给受用客体。

批
评

赞
扬

主体 客体 客体主体

弱人类中心
主义

主体意识

非人类中心
主义

批
评

赞
扬

主体意识
缺位

特殊主义 普世主义

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等差之爱 平等之爱

 
图 4    等差之爱与平等之爱的对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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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人所欲者，勿施于人。前一个“人”指意见领袖，后一个“人”指“草根”参与者。

2.等差之爱的主体意识。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和当仁不让的主体意识是共轭的。正因

其自命不凡，人关怀万物，“己”关怀他人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促使潜在

施助者主动崛起，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中坚力量；同时鼓励脱困的求助者完成向施助者角色的转

换。《论语•泰伯章》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

远乎？”仁人志士应当“铁肩担道义”（《杨忠愍公集》），具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

始》）的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奉献精神；“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也”（《孟子•公孙丑下》）的担当气概。

3.等差之爱的特殊主义。除在实施主体方面受到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指摘外，等差之爱在受

用客体方面也受到伦理特殊主义的批评。特殊主义要求第三次分配的受益者按亲疏、远近排

序，助长“按关系分配”，缩小了第三次分配的受益面。厚此薄彼的特殊主义本身是狭隘的，也

容易催生世俗伦理困境。比如当父母、兄弟违背道义而伤害广大人民的利益时，是应当选择“亲

亲”还是“仁民”？若选择“亲亲”则是为“小爱”舍“大爱”，难免受到偏私包庇的指责；若选择“仁

民”也难免承受忽视血脉亲情、罔顾伦理纲常的压力，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儒家典籍

对此也缺乏明确、统一的解答。支持选择“小爱”的言论如：“门内之治，恩掩义”（《礼记•丧服四

制》）。相反，支持选择“大爱”的言论如：“石碏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左传•隐公

四年》）。

4.等差之爱的现实主义。等差之爱特殊主义的缺陷中辩证地隐藏着现实性的优点。亲疏有

间、人物有别才是天经地义、符合人之常情的；而一视同仁、等量齐观未免强人所难、不通人

情。现实主义为人人参与第三次分配提供了一条循序渐进的“絜矩之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大同社会的理想亦非一日达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若一步到位地发下平等、博爱的宏

愿，则可能使宏愿流于空谈。只有在向善的絜矩之道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拾级而上才是实现社会

理想的正道通途，“能近取譬”则是这条絜矩之道上的阶梯和扶手。

5.平等之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与等差之爱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不同，平等之爱采用了

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消弭了人本位的优越感，因而在境界上更高一筹。作为一种“情投意合”

的关怀方式，更容易达成第三次分配中资源与需求的匹配。

对比儒家人贵物贱的观点，道家提出人“自贵”是因“以物观之”而非“以道观之”，此乃大谬

（《庄子•秋水》）。人只是自然造化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

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庄子•秋水》）”？

佛家也谦逊地认为“我”很渺小，“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

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楞严经•卷三》）。佛家甚至提出了“无我”，从根本上

否定了“我”之概念，“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金刚经 •第二十五

品》）。

6.平等之爱的主体意识缺位。非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主体意识

缺位。若言主体意识觉醒体现了儒家入世的态度，那么主体意识缺位则体现了道家避世和佛家

出世的人生哲学。主体意识缺位使第三次分配的潜在施助者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逃避、推诿

责任。

道家认为平等之爱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道”而非人，人只处于辅助地位，“以辅万物之自

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无为”虽非“不作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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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庄子甚至主张“弃世”：“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庄子•达

生》）。这种消极态度难免招致“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指责。

佛家则认为平等之爱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佛法而非人。“有我”则有我执，包括“我相、人

相、众生相、寿者相”，合称我人四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第五品》）。佛家既讲“无

我”，则不再强调“我”之主体意识，消解了“我”为主体的执着、进取、刻意为之。

7.平等之爱的普世主义。平等之爱不仅在实施主体方面采用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消弭了人

本位的优越感，而且在受用客体方面采用了普世主义，消弭了偏私，利于在全球视野下公平地

践行第三次分配的宏大主题。

道家提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德经•第七十九章》）。若以“亲亲”论之，那么虎狼也有

舐犊之情，仁的最高境界应是“至仁无亲”（《庄子•庚桑楚》）。譬如列子“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庄子•应帝王》）“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此谓真人”（《庄子•徐无鬼》）。

佛法主张对世间万物平等照拂，“我”之不存，更无所谓“亲”。佛家修行之人被称为“出家

人”，由此宗法伦理中“亲”的根基−“家”的概念土崩瓦解。佛家的平等不只是诸佛平等、众生

平等，而是一切平等，“我观一切，普皆平等，无有彼此，爱憎之心”（《法华经•药草喻品》）。如能

“善知一切佛平等法”，就是“已践如来普光明地”（《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一》）。

8.平等之爱的超现实主义。对于平等之爱的受用客体而言，普世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构成一

体两面，前者是积极面，后者是消极面。超现实主义易使第三次分配陷入坐而论道、纸上谈兵

的困境。在意识形态方面，“道”非常抽象难解，“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佛

法的深奥相比“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法无边，往往蕴含着艰深的哲理，极具神秘主义色彩，

“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法华经•方便品》）。佛法洞见的获取讲究开悟、顿

悟、大彻大悟，“于法自在能开悟”（《华严经•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二》）。而悟的过程既讲慧根又

讲 机 缘 。 众 生 往 往 不 具 备 明 心 见 性 的 慧 根 ，“众 生 迷 惑 常 流 转 ， 愚 痴 障 盖 极 坚 密”（ 《 华 严 经 •

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三》）；同时悟道的机缘也十分难得；即便能悟，很多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即便能言传，所传也难及原法的万一，有似是而非之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

法，非非法”（《金刚经•第七品》）。

在操作性方面，“道”的理想几乎被寄托在了圣人身上。《道德经•第四十九章》载：“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德善”相比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境界更高远，但也更

为天真和理想化。佛家在操作性上也有诸多超现实的问题：第一，所见皆空、放下欲望、超脱生

死在一定程度上是反人性的。俗语常言：“眼见为实”，而佛家却认为“云何见所见，中间无实性”

（《楞严经•卷五》）。人的欲望是出于自然天性，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然而佛家

却主张“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心经》）。至于生死，“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汉

书•司马迁传》），佛家却认为生死是妄念，“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

不成圣果”（《楞严经•卷一》）。第二，因果业报观将今生无法证悟的现象转移到后世，这与道家

以代际承付为基础的善恶报应观相比更缺乏可验证性。

六、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收入分配差距描述为未来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Berrone等，2016）。日益加重的分配失衡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高成本，而且对居民身心健康、

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破坏（Stiglitz，2013）。这些负面后果进一步巩固了分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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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自强化的负反馈循环。本研究从文化视角探究儒道佛对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为解决收入

分配问题提供中国理论和方案。本研究得出以下富有启发的结论：

1. 儒道佛均具有“劝善”和“乐善”的功效，因此在推进第三次分配上是同归的。具体而言  ：
（1） “劝善”。东西方文化、宗教的类别和流派纷繁复杂，其典籍论著卷帙浩繁，已经远超出了本

研究探讨的范畴。然而，就塑造社会规范而言，东方文化和西方宗教在“劝善”方面很大程度上

是相通的。例如，天主教的教义宣称，“无论兄弟姐妹住在哪里，我们都是他们的守护者，我们

是一个人类大家庭”；清教徒信奉，“将财富服务于公共利益具有道德重要性”；犹太教赋予教徒

一种义务，“修缮世界以帮助实现世界的完美”（Kohls和Christensen，2002）。这些劝世良言具有

积极的教化作用。《宋史》载：“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2）  “乐善”。西方新古典经济

学研究习惯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只能是权衡关系（Askland，2002）。“乐

善”的提出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二者可以“双赢”。特别是价值共创视角提示企业去寻找“做生

意”（市场）与“做公益”（社会）的交叉点，创新福利模式。事实上，捐赠或生活补贴等传统的人

道主义救济很难帮助弱势群体有效融入主流经济。另外，“乐善”的提出也反驳了重商主义哲学

下，对于经济活动是一种完全零和博弈的界定（Kohls 和Christensen，2002）。对社会需求进行持

续探索，尤其是服务于数十亿金字塔底部人民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可以发掘新市场，持续扩大

全人类的财富（Porter和Kramer，2011）。

2. 儒道佛具有差异化的“行善”方式，因此在推进第三次分配上是殊途的。比照差异来评判

其绝对的是非高下实为舛误。我们理应遵循“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的原则直

达事物本然，摒弃对某种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甚至全盘接受的偏执做法，以批判性学习和动态创

新的态度，采取互鉴、互补的思路，对传统文化进行去芜存菁的扬弃。第三次分配中可采取的

最优战略是：既能够秉承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平等、包容，又具有当仁不让的主体意

识和脚踏实地的现实路径。（1）非人类中心主义。企业的传统履责模式集中体现了人类中心主

义思想，它完全以“己”为中心，忽略了消费者、员工的感知及受益人的需求。由于缺乏参与感、

透明度和深入沟通，消费者经常发出“漂企业社会责任”的质疑（Pope和Wæraas，2016）；员工也

经常将企业的履责动机看作是合规需要，甚至逢场作戏或沽名钓誉（Afridi等，2020）；受益人则

会发现所得非所求。（2）普世主义。Berrone等（2016）指出，重大挑战，即巨大的、复杂的、尚未解

决的社会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康德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应当致力于构建一个道德世

界共同体。可见，无论从问题还是解法的普世性上，以上观点都与本研究不谋而合。然而，普世

主义的践行存在诸多操作性难题。差异化的国家伦理标准会造成模糊化的、难以调和的行为指

令，跨国企业没有为国际公共利益做贡献的道德义务。（3）主体意识。在“共建、共享、共赢”的

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将自我定位从社会问题的“受众”和“旁观者”转换到解决问题的

“主人翁”。国外关于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最新研究也开始重视“草根”参与的重要性。利益相关者

参与是指，组织承诺让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到组织实践中（Liu 等，2010）。它将传统的“自上而

下”的履责模式颠覆为“自下而上”。从“董事长决策”到“员工决策”“消费者决策”“共同决策”的

转变唤醒了普通公民的主体意识。（4）现实路径。国外关于员工、消费者志愿项目的研究提供

了普通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现实路径。员工志愿项目可分为组织内和组织外志愿项目。前者是

雇主组织、发起、认可并鼓励员工参与的志愿服务；后者是雇主支持员工在当地社区提供志愿

服务（Knox，2020）。

（二）政策建议

1. 发扬儒道佛“劝善”的教化作用，从而塑造人人“向善”的文化氛围，并将其深刻固化到社

会规范之中，形成第三次分配的道德教科书。其一，“建本者尚德化”（《三国志•魏志》）“本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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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论语•学而》），发挥儒道佛“劝善”的教化作用来固本培元，为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奠

定扎实的文化基础。其二，“教化可以美风俗”（《明州慈溪县学记》），尤其在重商主义思潮盛行

之地更应推崇儒道佛“劝善”的经典教义，从而帮助移风易俗，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2. 结合儒道佛“乐善”的思想，摒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二元对立的

狭隘思维，扭转重商主义哲学下将经济活动看作完全零和博弈的短见，明确第三次分配的宏大

主题。一方面，阐明“德必配位”“美善相乐”等传统互惠观念。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秉承价值共创

理念，发掘商业和社会利益的交叉点和盲点，利用技术创新、供应链升级、跨边界合作等方式

来满足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

3. 秉承道家“以道观之”和佛家“无我”等认知视角，遵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行善”准则。相

关策略有：利用网络平台的及时性和互视可见性，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各方参与者进行去中介

化、互动式、点对点的沟通，充分了解其想法与需求，促进深度参与；基于员工“内部人”的特殊

视角，鼓励和培训员工成为公益“代言人”，完善“由内而外”的沟通；建立及时反馈机制，对公益

项目的进展、结果、需求等关键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对方案进行及时调整。

4. 结合道家“至仁无亲”和佛家“众生平等”等观念，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明确推行普世

主义的“行善”方式。可采取的策略有：在公益慈善项目的选取上有意识地避免个人偏好、生动

性偏好和地理偏好；跨国公司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分享知识和技术，帮助欠发达国家的基

础建设；建立权威的国际机构来协调跨国企业为国际共同利益做贡献；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对

国家间差异化的伦理标准求同存异，达成公益慈善共识。

5. 弘扬儒家“当仁不让”等观念，唤醒民众“行善”的主体意识。《论语•卫灵公》载：“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解释说：“非道弘人，则人不可自诿矣。”对于受助者，不仅应

当锐意进取，而且应当在“被扶起”之后，完成受助者向新的帮助者的角色转变，将善传递下

去。对于“躺平者”应当建立评估、甄别、追溯机制。对于潜在帮助者，一方面要强调“我欲仁，斯

仁至矣”（《论语•述而》）的自觉、自律性；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合作者的“他觉”“他律性”。

6. 基于儒家“能近取擘”的“絜矩之道”，开辟“行善”的现实路径。对于企业家，力所能及的

措施是：其一，遵守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关爱公司内的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比如提供婴幼儿

托管服务，完善众包合同工的社保福利等。其二，增加工作场所多样性，缩小由于显性歧视和

隐性刻板印象造成的性别鸿沟、年龄鸿沟、种族鸿沟、城乡鸿沟。其三，加大科技创新，开展价

值共创，利用企业核心能力来解决能源、饥饿、贫困等问题。其四，成立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

基金。

（三）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1. 除“光明面”外，第三次分配亦可能有“阴暗面”。如企业可将慈善捐赠作为“献金”，换取

表面上中立、不结盟的非营利组织的公开支持（Bertrand等，2021）。

2. 本研究所隐含的假设是，第三次分配的参与者数量和效用之间存在单调正向关系。然

而，当考虑参与者之间的竞合博弈时，该假设可能被打破。未来研究可以更细粒度地考查假设

放宽条件下传统文化对第三次分配的复杂作用。

3. 本研究将主题聚焦于第三次分配，对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协同、补

偿未做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拓展到“传统文化对建立三次分配的协调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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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It  is  vital  to  the  mis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n  the  new  era,  and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second Centenary goal.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theories are

mainly constructed for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nd lack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hird distribution. Learning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not only help

to  construct  the  localized  distribution  theory  as  well  as  provide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policy  practice  of  China’s  third  distribution,  but  also  provide Chinese  theories  and schemes  for

the worldwide distribution problems.

In this regard, first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fucianism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odness  of  nature,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nd equal-
difference  love.  Secon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aoist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view of equalization of natural law, the view of virtue, the view of relief

for the poor and those in urgent need as well  as  the view of good and evil  retribution.  Thirdl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uddhism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view of origin, benevolence, and karma. On this basis, it integrates the three thoughts around the

debate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ight or wrong, superiority or inferiority. In this process, the

comparison matrix of equal-difference love and equal love is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results illustrate the common goal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

the efficacy of “persuading goodness” and “enjoying goodness”,  as well as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goodness”. The optimal strategy that can be adopted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not only to

uphold the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non-anthropocentrism and universalism, but also to have

a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 and a down-to-earth realistic path.

Drawing upon the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ocalized distribution theory, which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writing papers on the motherland” of

Xi Jinping. Meanwhile, we carry out the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and renova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surpass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ly,  w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in “persuading

goodness” to  shape  the  cultural  climate  of “being  inclined  to  goodness” for  everyone,  further

forming  the  moral  textbooks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enjoying  goodnes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we  should  abandon  the  narrow

thinking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in  Wester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irdly,  we should follow the thought of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i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o carry out non-anthropocentrism and universalism in the

way of “doing goodness”.
Key words: the third distributio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equifinalit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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